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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初探

谢暋贵暋安
(武汉大学a.历史学院 b.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430072)

暋暋摘要:民国时期,抱持不同立场的清史馆、文献馆、史语所和北大的学者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对清朝的历史及

其文献《清实录》等予以密切关注、应用、整理和研究。作为清遗民的清史馆馆员及伪满学者罗振玉等,采用《清实

录》史料编纂《清史稿》,或直接整理该实录早期版本,以达到为旧朝存史的目的。与清遗民相反的是北京大学教授

孟森这样的共和派史家,对清廷篡改和修饰《清实录》的行为表达了强烈不满和激烈批评,同时又广泛应用其中可

信的史料从事清史研究工作。持中立立场的是信奉科学观念和近代学术方法的史语所徐中舒和故宫博物院的年

轻学者方甦生、单士元等,他们对《清实录》的改修和价值,通过实证给予客观的评价。尽管立场和方法各异,但民

国学者们一般都比较认真和敬业,使《清实录》的研究一开始就步上较高的台阶,为以后的整理和研究起到了重要

的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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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清实录》是清代官方纂修的一套有关皇帝事迹

及相关朝政的编年体史料性史著。清朝灭亡后,民国

政府急于对前清历史盖棺定论、保存史实或引为殷

鉴,先后设立清史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和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构,对《清实录》等前清史料展

开应用、整理和研究工作。对于《清实录》这种现实性

强且价值很高的前代史史料,民国学者都十分重视,
或依托上述各机构,或单枪匹马,展开了较为密集的

探讨和研究。由于政治态度和学术素养不同,他们形

成了不同的群体及其特色:清史馆馆员们抱持的清遗

老立场,使他们在对待《清实录》上不出传统窠臼,偏
重应用而缺乏甄别;孟森的革命背景和北大教授身

份,使他对《清实录》纂修中的改修粉饰问题批评有

加;方甦生和徐中舒的科学立场和中立态度,则使他

们用近代学术方法整理《清实录》,并作出公正评价。
虽然政治立场或有不同,研究方法各有偏重,但他们

大都倾心于《清实录》史料的发掘、版本的比勘和价值

的定位。他们对《清实录》的研究,开创了学术研究的

新领域,是中国学术史、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个创

举,对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和港台地区的同

类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然而,对于民国学者

研究《清实录》的状况,学术界关注较少栙 。本文拟对

此问题予以集中探讨。

一暋清史馆馆员对《清实录》的应用和传抄

像古代任何一朝修纂前朝纪传体正史一样,清史

馆馆员在撰写《清史稿》时,除了应用《清实录》史料

外,很少去甄别和研究《清实录》本身。明初利用《元
实录》修成《元史》后,不仅没有对它进行研究,甚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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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实录》也没有保存。清史馆虽然是民国政府的机

构,但大多数人持清朝遗老的立场,使得他们在编纂

《清史稿》时,仍然是沿用传统的方法,只利用《清实

录》的史料,不对它作甄别和研究。这与故宫博物院、
史语所和北京大学等学者在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时一

般都对《清实录》进行版本考察、文字比勘和学术定位

相比,显现出传统与近代的差异。

1914年,北洋政府在北京故宫前朝的国史馆中

设立了清史馆,任命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为
清史馆馆长,聘请清朝遗老和学者等100多人、工作

人员200多人(另有名誉职位300多人),开始利用前

清遗留下的各种史料编纂清史,其中《清实录》是重要

的史料之一。
民国时清史馆的学者都比较重视《清实录》的史

料在编纂《清史稿》中的应用。他们认识到,修清史必

须搜集史料,而搜集史料,《清实录》是不可回避的重

要参考资料。清史馆员于式枚等人提出:“修史之急

务,必先聚书暠,“不厌其详,不必其复暠,“自《实录》、
《正史》外,杂编野纪,可资证援参考者,一一分疏其

目,具有条理暠[1]26。此言虽强调了要扩大史料范围,
但首先还是承认了《清实录》在清正史(即清国史)中
的基本史料地位,因此另一位清史馆员金兆蕃特别强

调“故当以遍考官书为第一义暠,“故当以甄采群籍为

第二义暠[2]79,这就肯定了作为官书中重要部分的《清
实录》的价值。在拟定体例时,馆员吴士鉴建议修本

纪:“当以史馆历朝本纪为依据,复以《圣训》、《实录》、
《方略》互证之,删繁就要,准诸前史体例。暠[3]186一般

而言,清史馆员们均自觉遵循重视《清实录》的学术理

念。在清史馆任编修长达十年之久的张尔田,撰修了

《清史稿》的《乐志》八卷、《刑法志》二卷、《地理志·江

苏》一卷、《图海、李之芳列传》一卷以及《后妃传》(后
未被清史馆采用)等内容,在写作中,始终贯彻重视实

录的宗旨。他自述了对《后妃传》编纂的过程:“甲寅

秋,余以庸薄,膺聘纂言,每感前修,思宏绍勒暠,当时

吴昌绶(字伯宛)“首创长编,以草相嘱,所采官私著

籍、玉牒、实录、宫史,仅数十家,并信而足征,文直事

核暠[4]9,他即按照吴氏的方法,采录了《清实录》等史

料。张笑川曾以《图海、李之芳列传》为例,把它与《清
国史》(中华书局1993年据嘉业堂钞本影印)的《图海

列传》、《李之芳列传》对读,发现《图海、李之芳列传》
中的“图海传暠有很多重要史实为《图海列传》所无而

采自它书,如关于图海反对“撤藩暠一事,即为国史原

传所无而采自“实录暠[5]。

清史馆员们在应运《清实录》时,也对该实录有了

一定的认识和研究,如发现《清实录》“臣工并不附传,
是实录不同于古也暠[1]24。柯劭忞在给罗振玉的回信

中称:“《国朝实录》与前代体例迥殊,不载臣工之事暠,
这是较早论及《清实录》不同于此前的实录体———“编
年附传体暠的观点。柯劭忞还对《清实录》有简略的评

价:“即沿革诸大政及兵事首尾亦略而不书。所书者

内外官之黜(涉)[陟]及忠义之褒顺,节孝之旌表而

已。暠并认为:“近人所(摹)[纂]十一朝《东华录》全出

于此。暠[6]这一认识后来被超越,方甦生认为《东华录》
并非全出于《清实录》。

虽然清史馆上下一致认为应该重视《清实录》的
作用,不过仍有部分馆员不安心于整理史料和编撰史

书,“多懒于翻书考证,仅据《国史》之传而删节之,翻
《实录》及《东华录》尚嫌其烦暠[3]45,这就破坏了清史馆

重视实录在编纂中的地位的共识。
除了这部分人外,清史馆其他馆员基本遵循了重

视《清实录》史料价值的原则。后人对清史馆重视实

录的做法多有留意和赞许。冯尔康指出:“《清史稿》
的著者们从‘实录暞、‘会典暞、‘方略暞、《国史列传》、各
种档案文献私人著述中取材。暠[7]57中华书局指出《清
史稿》“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

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暠写成,也承认了清史馆

员对《清实录》的重视[8]《出版说明》。
民国时期的清史馆学者们不仅在编纂清史稿时

采用了《清实录》,还为了弥补经费不足而代为传抄了

整部的《清实录》。清史馆开馆处在北洋军阀的混乱

时期,经费严重短缺,馆员生活艰苦。1922年冬,清
史馆馆长赵尔巽接待了来访的浙江吴兴县南浔镇嘉

业堂主、上海丝绸富商刘承干,讲述了《清史稿》因经

费拮据虽历时8年仍未修成的窘境,刘承干于是出巨

资雇请清史馆员们代为抄写《清实录》、《清国史》、《湖
录经籍考》等书,以充实嘉业堂的藏书,其中抄校《清
实录》耗银“殆近二万金暠[9]。清史馆经过半年的努

力,完成了《清实录》和《清国史》的抄写,但由于清史

馆是为了谋得刘承干的经费,因此抄写时并不注意质

量栚 。除了传抄外,清史馆员们还利用《清实录》的史

料,撰写清史著作。如金兆丰曾任清国史馆实录馆纂

修,参与纂修《宣统实录》(定名为《宣统政纪》)。民国

成立清史馆后,又受聘为馆员,参与《清史稿》修纂。
他利用工作之便,搜集了不少清代史料,撰成了《清史

略》一书,1935年8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发行时改名为

《清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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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馆员们是民国第一批关注《清实录》价值并

加以应用的学者群体,开启了应用和研究清代实录的

学术大门。
二暋北京大学教授对《清实录》的研究与批评

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院校,因为孟森

(1869-1937)的加盟,使它在《清实录》的研究中斐声

学界。1911年辛亥革命后,孟森积极参与了建立民

国政府的各项政治活动,曾任共和党执行书记和国会

参议员。1914年,孟森结束了政治活动,开始了清史

研究的学术生涯。
孟森研究清代历史,特别重视利用清代档案、《清

实录》、《朝鲜李朝实录》等史料,“从孟森的明清史学

著述来看,一般学者普遍认为孟先生至少精心研读过

《明实录》、《清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这三种‘实
录暞合计达9181卷暠[10]11-12。他到北大任教时,北大

已乘“八千麻袋暠档案散出宫中的机会,收藏了不少原

属内阁典籍厅所掌的清代档案。孟森在对清代档案

研究和利用的同时,也对《清实录》予以特别重视,对
该书的价值有独特的认识。由于政治立场是反清而

趋向民国,加上处在“五四暠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

学,因此他对清朝篡改和修饰《清实录》的现象批评尤

多,言辞也十分激烈。
孟森对《清实录》直接论述的文章有四篇,即《印

行清实录议》、《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清世祖实录

初纂本跋》和《读清实录商榷》。在这些文章中,他主

要从版本和价值角度对《清实录》展开研究,具体表现

在如下方面。
第一,介绍和辨析了他所见所闻的清代《实录》的

纂修、版本及流传情况,为后世研究《清实录》的收藏

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资料。首先,孟森对《清实

录》的起源及其原始状态作了叙述。在《康熙重修太

祖实录跋》中称:“清太祖第一次初纂《实录》,在太宗

天聪九年。先成太祖战迹之图,每图带说。既成,而
又摘图中之说,别为一本。两皆名之曰《武皇帝实

录》暠,之所以要修此书,是由于“汉人以中土旧有之帝

王体制相推奉暠;然而,清朝起初“虽有留纪念以为永

存之计,未知《实录》之为何物,故文字体例,与历代之

《实录》殊,即与后来规仿历代《实录》以为《实录》者,
形式亦自迥别也暠[11]324。其次,对《清实录》的收藏制

度有所介绍与讨论。他说:“清修《实录》:定制缮必五

分,每分又具汉、满、蒙文各一部。大本红绫面者两

分,一贮皇史宬,一贮奉天大内。小红绫面者两分,一
贮乾清宫,一贮内阁实录库。又有小本黄绫面一分,

亦贮内阁实录库。其常取入讲筵用者,当是此小黄绫

本,以 其 较 轻 而 取 用 较 便,以 常 供 御 览,故 用 黄

面。暠[11]622孟森对清代实录的秘藏和传阅制度作了解

释:“《实录》本藏中秘,外间不得共见。入国史馆供职

者乃见之。定制:史馆奉旨为诸臣立传,所采事迹,必
以《实录》所见者为准;私家传状碑志,止许作履历生

卒等年月日之参考。故史臣例得详阅《实录》。阅《实
录》不禁其有摘钞本,然亦无刊刻传布者。暠[11]619但这

一制度从蒋良骐那里开始打破,他在乾隆三十年入史

馆后开始抄纂实录,编成《东华录》,“略成纪录时政之

一体暠[11]619。再次,他对内阁大库残本、绘图本等《太
祖实录》的版本情况及价值作了分析。《太祖实录》经
太宗初修,康熙再修,至雍乾定稿,凡经三修。那么内

阁大库所藏的《太祖实录》残稿到底是什么时候所修

呢? 他根据该本“在太祖已改谥为‘高暞之后,谓之《高
皇帝实录》暠的情况,断定不可能是太宗朝的初纂本,
同时“偶检其残存之文暠,发现“如英、睿、豫三王之母

殉太祖时,由太宗及诸王之强迫情状,尚仍前不改。
而乾隆定本尽没之暠,又断定它也不会是乾隆本,从而

认定它是“康熙重修《太祖实录》暠;他对绘图本《太祖

实录》也有自己的了解和认识,认为它为“图之篇幅所

限,不能任意更动,祇可扣准字数略加增损,故虽有改

动,又不似定本之称意变置暠,因此它的“意改之迹,反
不及定本之多;所存初纂本之原状,则且多于再修

本暠[11]324-326。这就为后人辨析和利用繁杂的《太祖实

录》的版本,提供了线索,指明了方向。复次,对北平

书肆中发现的太祖、世祖《两朝实录》(也称《皇朝实

录》)的版本作了鉴定,明确断定为康熙时所修,其中

《太祖实录》是康熙改修本,而《世祖实录》是康熙年间

的初纂本,指出这两部《实录》的发现对于研究清代实

录和清代早期历史有重要的意义。孟森曾听友人称

书肆中有新收得共十函的《两朝实录》,分别是《太祖

实录》和《世祖实录》。他指出其中的《太祖实录》,“为
康熙修本,则又为故宫已佚而别无他传本者,得之亦

足慰愿见清掌故递嬗递变之真相暠[11]325;对其中的《世
祖实录》,根据每卷首行所题世祖章皇帝尊号和纸墨

色泽,断定“决为初纂本无疑暠[11]478。孟森动员北平图

书馆袁守和馆长斥巨资分别从书商和日本人手中购

下了这两部实录,并建议故宫博物院将这部初纂本

《世祖实录》与太祖、太宗初纂本合在一起印成《三朝

初纂实录》。
第二,应用比较方法,为《清实录》研究起到示范

作用。孟森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将《清实录》与《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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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进行比勘,从而弄清楚《清实录》的流变与修改情

况。孟森在《读清实录商榷》一文中将蒋良骐、王先谦

所编的《东华录》与今本《世宗实录》比较,来证明《清
实录》随时随意修改。他称自己“抽取《世宗实录》中
曾静案验之,一开卷则瞠目结舌,为之骇然。凡《王
录》中之连篇累牍所涉曾案,《实录》中乃无一字暠,让
人感到“在《实录》中,世宗朝并未有此一惊天动地之

大案暠,他坚信自己有关曾静一案的“改削暠,应该“在
《王录》已成之后,即必在光绪中叶暠的判断是正确

的[11]621。同时,他还将蒋录与王录进行比较和对勘,
指出“《蒋录》虽简,而出于《王录》以外者甚多暠,如顺

治间言官因论圈地、逃人等弊政而获谴的内容,《蒋
录》就有,《王录》竟无;他“初疑王氏自以己意为去取,
以顺时旨,既而翻检故宫定本《实录》,则与《王录》同,
然后知王所见之《实录》,非蒋所见之《实录》暠[11]620。
以此证明,《世宗实录》中被《蒋录》所抄的内容,在《王
录》所抄之前已被删削,可能是被经筵日讲官如翁同

龢等所随意删改[11]622。他还提出了解决《清实录》是
否随意修改的方法,就是将作为经筵日讲用的小黄绫

本与北京甚至盛京所藏的红绫本等其他版本对勘。
孟森提出的方法和思路是可取的。

第三,对清朝统治者对《清实录》的修改和粉饰提

出批评,断言清人对待实录态度不严肃,随意修改、隐
讳和增饰。这种修改和讳饰,不仅在乾隆以前对前三

朝实录是如此,而且在乾隆之后于经筵日讲时也随时

增删实录。孟森当然知道,“乾隆初,改定太祖以来

《三朝实录》,世多知之。其改定乃自雍正间所已奉

敕,至乾隆初毕工暠[11]621,因此他特别想弄清三朝实录

之后的《清实录》为什么还有不断修改的现象。他通

过《清圣祖实录》中有关逃人、圈地、开捐等事被讳言,
断言“清代帝王,亦自知非善政,当时则威福自专,后
世以为慙德而去之暠;对《清圣祖实录》隐讳圣祖笼络

“理学名臣暠李光地一事也有分析:“李光地事,乃本人

之私恶,何故于实录讳之? 参以光地之自撰《语录》,
及李氏子孙所布洗雪之语,合诸家公私文证以究之,
以夺情诱光地者,圣祖也。光地特利令智昏,一时受

愚,而终身遂以理学为圣祖穿鼻,他人讲理学而格君

之非,光地讲理学而扬君之是暠[11]620,“在李为曲学阿

世,在圣祖为收服人望,手腕高于百王暠,并认为是后

世帝王“于《实录》中削之,存寥寥数语,以纪其事目而

已暠[11]621。孟森根据“故老暠传言,说清制“日讲官每日

进讲祖宗《实录》一卷,翁同龢为师傅,值讲筵时,即于

进讲《实录》之便,为酌改《实录》之事。是光绪朝又改

《实录》,乃事实也。改于讲筵之便,绝无敕改痕迹暠,
于是断言“清改《实录》,乃日用饮食之事也暠[11]622。孟

森认为清改修先祖《实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后世

君主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暠时树立光辉榜样,故不

断修饰祖宗的形象,结果导致清世随意改动《实录》的
不良习气,“惟其法祖之意,过犹不及,备使祖宗所为

不可法之事,一一讳饰净尽,不留痕迹于《实录》中,而
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此为亘古

所未闻者暠[11]619。他认为这样做其实得不偿失:“因法

祖而尊祖惟恐不至,因尊祖之至而不免诬祖,使人益

疑清之祖先,事多不可告人,尽待子孙为之文饰,则清

之祖先,反因此有怨恫矣。暠[11]621又称:“清之开创,为
太祖、太宗、世祖三世,史家既有特注心力之例,而无

奈清之后王,务掩开创三朝之真相,取已勒定之纪载,
一再以意润色之,自以为尽孝子慈孙之力,以尊显其

祖宗。无论祖宗自有未漓之真气,不雕琢之完璞,非
守文之世为粉饰之习者所能知,即此屡改而屡将初定

之本作废,转使天下疑此一代之祖先,何以多不可告

人之隐如是。是欲 彰 其 全 美,而 反 使 人 疑 其 有 隐

慝。暠[11]477孟森对清实录的评价,虽然言辞过于激烈,
部分推断也遭到否定,但他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还是很

有意义的。
除了对《清实录》直接进行研究和评述外,孟森还

充分应用《清实录》的史料从事清史研究工作。在《明
清史讲义》栛 之“《清实录》所详之世系暠一篇中,利用

《清实录》的记载,用表格形式列举了从一世布库里雍

顺到十世太祖努尔哈赤的清室世系;然后,又将开国

以后清室的世系,仍然利用《清实录》的记载,用表格

的形式列举了从太祖到宣统的世系。他在第一章“开
国暠之第一节“太祖暠中,叙述李成梁之诛阿台时,称
“在万历十一年,与《清实录》相合暠,又称“不数年间,
明已假借太祖,官以都督,宠之以龙虎将军,亦与《清
实录》略同暠[12]380。在第二章“巩固国基暠之第八节“盛
明之缺失暠中,对圣祖废太子的事件,用域外文献《朝
鲜实录》“清国废其太子胤礽,本朝方物之赠太子,勿
令赍来。其废黜诏制略曰:‘荒淫无度,私用内外帑

藏,捶挞大臣以下,欲为索额图傍伺朕躬,若不于今日

被鸩,即明日遇害云暞暠,证明康熙帝废太子胤礽时陈

列的太子恶行,并非世宗修《圣祖实录》时所诬:“太子

过恶,前辈别无记载,故祇有疑其冤抑,意为夺嫡之

余,世宗朝修《圣祖实录》多未可信……至《圣祖实录》
谓尽出雍正朝伪撰,则于事理为不必然暠,“则废太子

诏,实是当时原文暠[12]464。他在《明清史论著集刊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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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中,也经常应用《清实录》的材料,如对于清朝开国

传说中三仙女沐浴、佛库伦生布库里雍顺一事,他根

据《太祖武皇帝实录》中“雍顺暠两字作“英雄暠的记载,
认为库布里雍顺实际上就是布库里山的英雄之义,
“布库里既为诞生之地山名,英雄则言其地之豪耳。
后来改为布库里雍顺,以抹杀其意义,使成一不可解

之夷语暠[13]62。这说明,孟森在清史研究实践中,还是

对《清实录》史料价值十分重视的,特别是对初纂本或

较原始的版本的价值相当肯定,他否定的只是《清实

录》的不断饰改现象。
三暋故宫博物院学者对《清实录》的发现、整理与

应用

紧随清史馆员之后,重视、整理和研究《清实录》
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学者群体。1925年10月10日,民
国政府成立故宫博物院,沈兼士出任该院文献馆馆

长,率院中同仁对故宫的清代内阁档案进行了系统的

整理。

1931年,文献馆发现“清史馆存有实录稿本数

种,其中有初纂修改本,重修本,及清史馆蒙藏院二处

之补钞本。初纂及重修本的稿本,经故宫博物院文献

馆整理后,除每种所用的纸张及格子等,彼此多有不

同外,就它的外形看,可以分为长形本与方形本两

种暠[14]。其中有一种题为“太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

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暠,书凡四卷,红绫装,白
鹿纸,画朱丝阑,楷书,半页九行,行二十二字,无序、
表、凡例、目录。故宫文献馆将这些发现的清代实录,
编成《故宫文献馆现存实录总目》一书予以详载,如对

清史馆(清国史馆后身)旧藏的十种《实录》作了著录:
长形本六种,方形本计二种,另有清史馆补钞本一种,
存太祖二册,太宗九册,世祖一二册,圣祖六册;蒙藏

院补钞本一种,存世宗五册,高宗、仁宗、宣宗各四册。
稍后,李德启编成《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

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于1933年出版,其“大清太祖

武皇帝实录暠条注:“《清太祖武皇帝叙录》:《清太祖武

皇帝实录》四卷四册,分装两函,红绫封面,白鹿纸,朱
丝栏楷书,每半页九行,行二十三或二十五字不等,无
序、表、凡例、目录。暠[15]故宫博物院在整理实录和编

纂叙录的基础上,将其中的汉文《清太祖实录》的多种

版本印刷出版:1931年,故宫博物院铅印了《清太祖

努尔哈赤实录》(10卷本),并石印了《清太祖武皇帝

努尔哈赤实录》;1932年,该院又铅印了《清太祖武皇

帝弩儿哈奇实录》(4卷本),并石印了《清太祖武皇帝

努尔哈奇实录》。

故宫学者们的工作不限于文献整理,而是对《清
实录》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方甦生、单士元等是其

中的代表人物。据单士元称:“故宫文献馆曾集体将

旧本与改本进行校勘,并参考满文老档,由方甦生先

生执笔,根据校勘资料写出《清代实录纂修考》一文,
发表在《辅仁学志》。暠栜[16]由于方甦生代表故宫博物

院执笔整理校勘成果,因此他成为当时研究清代实录

最为深入的学者。他的代表作是两篇论文,其一是

《清太祖实录纂修考》,其二是《清实录改修问题》。
《清太祖实录修纂考》[17]在《清实录》的研究中,

主要有如下成就。
第一,缕述了《清太祖实录》的纂修与重修过程,

认为“《清太祖实录》的纂修,始于天聪时暠。最早的那

部只是《太祖实录图》,原本可能在嘉庆二年乾清宫火

灾中被焚毁。继《实录图》纂修成的是《太祖武皇帝实

录》,他认为,“此本想是以《太祖实录图》去图加尊谥

写成的暠。这个去图加谥而成的《太祖武皇帝实录》的
初纂本是否存在? 有人认为1931年发现的那部四卷

本的“太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

帝实录暠就是崇德元年初纂本。但方甦生等则“颇疑

是顺治年间重缮之本暠,因为“此四卷本《太祖实录》的
纸质、纸色、字体、装璜,均与顺治年间所修四十卷本

《太宗文皇帝实录》相同。可知其缮成年代必极相近,
似非崇德元年所修原本暠。不过,方甦生等人只主张

此本为顺治“改缮暠之本,够不上“重修暠程度,“因其中

增删之处似不甚多暠:称太宗之母为“天聪皇帝母暠,尚
未改作孝慈武皇后;太宗也只作“天聪皇帝暠,未写作

“太宗皇帝暠,“可见仍是初纂时的书法,未加修润暠。
方甦生认为,到了康熙年间,“乃将《太祖实录》大加增

删,改四卷为十卷,并增加序、表、凡例、目录,合为十

二卷暠。康熙改修的目的,是因为当时《太宗实录》被
认为“字义未当,姓名舛错暠,“前后颠倒暠,有所遗漏,
琐屑繁书,前后重复,不书干支,汉译满文舛错、俚俗

和“语气未顺暠。已重修完毕,又决定《太祖实录》也
“照《太宗实录》体式重修暠,以与后者体例一致。雍正

十二年纂修《圣祖实录》告成,又取太祖与太宗、世祖

《实录》同时加以校订。于是,《清太祖实录》再一次被

重新校订。“这一次的校订,至乾隆四年十二月,始告

成书。计实录十卷,序表凡例目录三卷,合为十三

卷暠。
第二,考辨了《清太祖实录》版本的流传情况,并

对传世的版本作了鉴别。方甦生认为,康熙朝重修

本,只有满文小本一部保存下来,“正本均已无存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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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日本有一种传钞本《清三朝实录》,其太祖朝

的谥号为“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

睿武弘文定业高皇帝暠,“乃康熙所改定,当是据此次

重修稿本传钞而流落海外者暠;北平图书馆当时所购

钞本《皇朝实录》中的第一至第四册为《太祖实录》,计
分八卷,“虽分卷情形微有不同,其内容则颇似康熙重

修之本暠,并以满文小本校对后发现,像大妃被逼殉主

一事,在乾隆定稿的满文小本中已被删去,此本仍保

留着,“因而知其仍是根据稿本传钞的暠;他还对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的康熙间重修的《太祖实

录》残稿本九卷进行了分析,“分之为再稿、三稿、四稿

三种,都是涂乙窜改甚多的暠;而罗振玉亦藏有康熙间

重修《太祖实录》的残稿本十四卷,“则分初稿、二次稿

(等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三稿)及三次稿(等于历史语

言研究所的四稿)暠。他认为,康熙间重修《太祖实录》
时,“似未焚稿蕉园,所以顺治重钞旧本及此次所纂稿

本,幸得流传至今。而所缮正本则如上文所述在雍乾

校订重缮后反被焚毁了暠。方甦生还对天聪本《太祖

实录图》的流变作了讨论,指出:该本乾隆时曾经重绘

三部,一贮宫中上书房,一藏盛京崇谟阁,一藏热河避

暑山庄;其名为“满洲实录暠,每事先图后说,文字是横

画三栏,上满文,中汉文,下蒙文,对照书写;虽名实

录,实未尽合一般实录体裁,“贮于上书房的一部,故
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实录时,在宫东暖阁发见,崇谟

阁的一部,已有辽宁通志馆等印本。避暑山庄的一

部,闻已流入日本暠;这部“《满洲实录》暠有不同的称

呼,或称“开国实录暠,或称“太祖实录战图暠,或称“太
祖实录图暠,“名虽纷歧,实即一书暠。他对《太祖实录》
的各种版本尊藏之年、存佚状况作了总结,并以列表

形式作了陈述,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对《清太祖实录》
版本进行详细、深入讨论的成果。

第三,对《清太祖实录》的内容进行了逐字逐句的

校勘,发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改变。方甦生等把顺治

改缮本《太祖实录》称之为“旧本暠,把雍乾校订本称之

为“改本暠,将旧本与改本“互校一通暠,并将校勘的结

果归纳为八项:甲、旧本记事有为改本删略者;乙、改
本增出上谕五十三通,旧本均无之;丙、旧本记事,有
记月不记日者,改本均为补朔,旧本记年而阙月日者,
改本均称正月朔;丁、旧本于明多敬词,改本均改作平

行语;戊、旧本字法质朴,改本润饰而含义不同者;己、
旧本记载女子之名,改本均删去;庚、旧本人地名译法

及称谓,改本多为改易;辛、旧本文辞朴俚,改本增饰,
几乎逐句不同。方甦生针对前人认为《清太祖实录》

大规模修改是在乾隆时的观点,坚信自己的意见:“论
删削增饰,乃康熙时为之,雍乾校订,不过藻润文字,
画一人名地名译法而已暠,自己“与向来归罪于乾隆作

伪的说法不同暠。他通过考证和校勘发现,“凡雍乾本

所无者,在康熙定本中均已删去,而雍乾本较顺治改

缮本多出五十几道上谕,也是康熙重修时所增加,雍
乾校订,不过又加以润色而已暠。他发现,康熙间重修

《太宗实录》准则,也是“照《太宗实录》体式重修暠的
《太祖实录》的准则,实际上是康熙间为太祖讳饰的标

准。所谓“字义未当暠是针对旧本多用敬词称呼明朝

而言;“姓名舛错暠是针对旧本不避丑恶字面、前后不

一致及记载妇女名字而言;“前后颠倒者暠是针对旧本

卷一总叙太祖功业后加入诸部一节,改本分叙于各部

灭亡之后;“原档所载,于例应存而遗漏者暠,是为增加

上谕五十三通而言;“琐屑事务,例不应书而书者暠,是
针对孟革卜卤私通嫔御、荞麦冲三妇击敌等事而言;
“不书干支,祇书年月日者暠,是针对旧本月日均不书

干支,且有不著月日而言;“满汉对勘,词义舛错者暠,
是针对像天命四年六月取开原会议屯留二日一语等

事而言;“满汉词义虽合而汉文近于俚俗,且语气未

顺暠,是针对旧本像字法质朴、文词朴俚这样的语例而

言。康熙朝重修本经过这些增删后,“已完全变成改

本面目了暠,因而断定“删削增饰乃康熙时为之暠。要

言之,康熙重修本《太祖实录》增删旧本的目的,不外

乎对旧本的“不雅不美的事暠和“不雅不美之语暠加以

删润,目的是“为尊者讳暠。总之,“改本虽稍有正误之

功,究不能掩讳饰之过暠,“旧本不失为清开国期比较

质实的史料,虽有小疵,易于补正。改本却是瑜不掩

瑕。无甚可取暠。
方甦生的《清太祖实录纂修考》,不仅篇幅长,而

且史料丰富,不仅用了清朝太宗、世祖、圣祖、仁宗《实
录》的二手史料,而且用了《满文老档》和内阁大库所

藏各种档案等一手史料,如满本堂收发黄绫本实录

档、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十日题稿档等。同时,应用

了版本学、校勘学等方法,他特别提到“陈援菴先生对

于本文的方法及文字,多所是正暠,显然是接受了陈垣

校勘学的方法。这些使得该文不仅厘清了《清太祖实

录》的版本及其流传问题,而且展示了先进的学术方

法、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认真的敬业精神。
继上文之后,方甦生又撰写了《清实录修改问题》

一文,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述孟说,即复述孟森的观

点;一是抒己见,即阐发自己不同于孟森的观点。孟

森认为篡改实录是清朝之常事,方甦生则提出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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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指出“心史先生之说,新颖独到,发人所未发,而
夷考《实录》,似未尽合暠,认为蒋良骐《东华录》并非专

抄《实录》,而是“信笔摘钞,逐年编载暠,红本及各种官

修之书亦在采录之列,并举大量的例子说明。方氏还

指出,蒋、王二人所采《清实录》,当系史馆所藏稿本而

非正本,有时候“稿本纂入,而定稿删去暠,曾静一案,
乾隆所纂修《世宗实录》或删或改,以掩其迹,“设举此

案以谓乾隆所修《世宗实录》不尽征实则可,谓系光绪

私改,则立证未足暠。他特别指出:“实录非随时修改

之书暠,清代前三朝实录,曾经一再重修,“余则未闻修

改暠,并用大量证据作证明,断言:“综观诸证,足见《清
实录》非随时修改之书,讲筵私改之说,实为无据,乾
隆以后,固未有重修《实录》事也。暠并坚持己见:“清代

《实录》之修改,惟康熙朝为甚,初被华风,不复不尔,
雍乾而后,仅曾校订,一经纂成未闻修改也。暠“心史先

生之说在认定蒋、王二录,全出自《实录》,不知二录于

《实录》以外,固尝兼采他书,不能以《实录》与二录有

不同,遂谓《实录》曾经修改。暠[18]方甦生以严肃认真

的态度,通过实证的方法,对清廷改修《清实录》确定

了界限和范围,从而肯定了该实录在研究清史中的地

位。
故宫博物院研究《清实录》的学者,还有单士元。

他曾随故宫文献馆同事一起校对《清实录》,又曾在

1934年左右与其师孟森“以《东华录》校对《实录》暠,
“得知蒋、王均对《实录》有所取舍选择而成暠。1934
年,单氏以“整理实录时所记的札记暠撰写了《整理清

代实录记》[16]一文,堪称中国较早的研究《清实录》的
论文,1984年发表时,作了一些修改。该文主要有两

方面的内容。
第一,介绍了故宫博物院专家们对《清实录》版本

的发现与整理过程:“在清点文物工作中,在乾清宫查

到小红绫本清代历朝实录。案清代故事,在乾清宫庋

藏历朝实录是清王朝典制。乾清宫本为皇帝寝宫。
庋藏祖先实录有寓‘敬天法祖暞之意。内阁有实录库,
是专收藏实录之库房,有小红绫本、有小黄绫本各一

部。在皇史宬和沈阳故宫各藏一部蝴蝶装的大红绫

本。实录库中的小黄绫本是实录修成后又加小改的

稿本。原来实录纂修馆在修实录时,随时缮写分卷进

呈皇帝审核,若有改动,则在本上粘贴小黄签。实录

馆再根据黄签所写更改之处进行修改,然后即分缮大

小黄红绫本的正本实录。内阁实录库官员习称有小

黄签的小黄绫本为副本。暠对《清实录》的其他版本也

作了介绍:“案清代制度,内阁每日必须将前朝实录送

呈皇帝阅读一、二卷,以示效法祖宗。实录分卷页数

都极少,为了便于皇帝阅览。每日送呈皇帝阅览的实

录,即实录库收藏的小红绫本。清代修定实录后,照
例用满、蒙、汉文分别缮写三部,正本用安徽泾县榜

纸,画硃丝栏,墨笔恭写楷子;存在国史馆的副本,则
用东昌粗纸印蓝格,墨笔书写,有长形本、方形本两

种,是为修史之用。暠然后,对《清实录》的收藏和存佚

情况略作说明:《清太祖实录》的各种本子,“过去均由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收藏,大都完整,间有缺佚暠,而“紫
禁城外皇史宬所藏蝴蝶装大红绫本,残佚较多。一九

〇〇年八国联军之事,皇史宬亦遭掠夺暠,“九一八暠事
变后,“故宫文物包括图书档案,一度南迁,后来运回

北京已非全数。内阁旧藏小红绫本实录,很早即拨国

民党政府文官处,据传早已流落散失暠。
第二,对《清实录》的修改粉饰作了揭露,称“检清

代前四朝实录,曾一再修改并润色词藻暠。皇太极继

汗位后,“在天聪九年曾为努尔哈赤编纂实录,即前所

称的《满洲实录》。崇德元年修订《太祖武皇帝实录》。
由于不娴熟汉文,对皇帝尊严的语汇词藻朴实,因此

后来屡加修饰,并有讳事实不使见之实录暠。单士元

参与过当时故宫文献馆校勘清代实录的工作,因此便

直接从方甦生所撰《清太祖实录纂修考》一文中“移
录暠了一些校勘例子。如旧本写:“太祖欲以女莽姑姬

与孟革卜卤为妻,放还其过。适孟革卜卤私通嫔御,
又与刚盖通谋欲篡位。事泄,将孟革卜卤与通奸女俱

伏诛。辛丑年正月,太祖将莽姑姬公主与孟革卜卤子

吴儿代为妻。暠改本则写作:“其后上欲释孟革布禄归

国,适孟格布禄与我国大臣噶盖谋逆,事泄,俱伏诛。
辛丑春正月庚子朔,上以妻吴尔古代。暠他指出改写本

《太祖实录》“删繁就简,掩饰真像,其史料价值已远逊

旧本暠。
故宫博物院专家对《清实录》的整理与研究,是最

为系统和全面的学术成果,对1949年以后北京和台

北两地的故宫博物院对《清实录》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四暋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对《清实录》的整理与

研究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对《清实录》的研究工作,
并非孤立进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

语所)在对清代内阁档案整理研究的同时,对《清实

录》做了较多的工作。相对于故宫学者对《清实录》的
学术研究来讲,史语所更侧重于对《清实录》的整理与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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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语所学者中,对《清实录》有较多关注和论述

的,首推徐中舒。1929年2月,徐中舒经陈寅恪推荐,
被史语所先后聘为编辑员和研究员,参加并实际主持

了内阁档案的整理工作。从是年9月底开始,在所长

傅斯年的总体规划下,徐中舒督同书记以及工人共

21人正式着手整理档案。当时,北京大学国学门、故
宫博物院文献馆、清华大学历史系、禹贡学会等先后

开展内阁档案的整理工作。史语所在这些单位中,以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暠为宗旨,将整理档案当作

“科学暠工作,严谨认真。在整理清代档案过程中,徐
中舒接触到《清实录》。由于善于将档案与实录相对

照,发现后者中存在着大量的曲笔讳饰之处,因此对

《清实录》的不断改修提出了批评。
徐中舒对《清实录》的讨论和评价,主要见于《内

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19]和《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

由来及其整理》[20]二文。在第一篇文章中,徐中舒发

现:“内阁档案中有涂改本《三朝实录》的残本,内太祖

朝较为完全,有初改本、二次改本两种,顺治五年三月

份实录封面,并有二次改正字样。太祖朝初改本原文

即老档译本。此可以天命三年四月太祖伐明所书七

大恨为证。七大恨为太祖、太宗以来屡次对明用兵的

口实,残本实录第一次改本,涂改至三四遍,最后别书

一纸贴于原文之上,第二次改本则由别纸抄出。第一

次改本原文,与《满洲老档秘录》所载《太宗与袁崇焕

第一书》所述大恨七端(除几个字的译文不同外),大
致全同。第二次改本,即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三朝实

录》写本的底本。暠徐中舒第一次使用了内阁档案中的

一件未具名的题稿,发现康熙年间《太宗实录》重修的

原因和要求:“原为请旨事。康熙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皇上召臣等至内殿谕,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内有字

义未当,姓名舛错者,可详闻具奏。臣等钦遵谕旨,将
第一套满字五卷另行誊录,应更改者更改缮写,恭呈

御览讫,[嗣因]今臣等续(改第二套)将原档[陆续]与
[原]前修[副本](实录)详加校勘,不惟字义未当,姓
名舛错,且有前后颠倒者,有[原档所载]于例应存而

遗漏者,有琐屑事务,例不应书而书者,有一事前后重

复者,[有不书干支止书年月日者,](至于年日干支并

未书载,)[有]且满汉文对勘,(有)词义舛错(不合)
者,有[满汉]词义虽合而汉文近于俚俗,[且](并)语
气未顺(者),实录一书载我太宗文皇帝圣德神功,垂
宪[后](万)世,[实](允)系大典。诸如此类[似]应增

应损,似应重修。前虽未经(誊写正本)告成,然已缮

副本进呈御览,(今)臣等未奉[上谕](谕旨不便)[辄]

擅行更改。应否重修,伏候上裁。谨题请旨。(圆括

号为笔者所加,原文为小字———笔者)。暠他指出:“原
稿所谓原档即满文老档,副本即汉文实录,此两者对

勘,可见实录原文,即由满文老档译出。至此次修改,
原是因为前后颠倒,重复,语气未顺,所以从这第二次

改本出来的现在日本所存的《三朝实录》写本,还得保

存最初质实的记录(本内藤氏语)。暠正是基于上述对

《清实录》改修史料的发现和解读,他得出清朝统治者

“他们对于自己的实录,不惮一改再改暠的结论。
徐中舒在上文基础上,又撰写了《再述内阁大库

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一文,考订和辨析了清代内阁

大库中所藏档案及实录的收藏和变动情况,指出内阁

大库分东西两库,东库是实录库,属满本房管,西库是

红本库,属典籍厅管,“东库楼上的实录、圣训,原为满

本房所掌暠。据宣统二年八月所编的“列朝实录、圣训

函数档暠,计“红绫《实录》函数档满、汉、蒙文各一册,
黄绫各一册,红绫《圣训》函数档满、汉各一册,黄绫各

一册,共十册暠。并根据每册首面上的记事:“本阁实

录红本大库,因年久失修,坍塌渗漏,奏请兴修;谨将

列圣《实录》、《圣训》,恭请至内银库暂行尊藏。至宣

统二年六月,库房修齐,是年八月,仍将红、黄《实录》、
《圣训》,移回本库,敬谨尊藏。并将各函本数存失数

目,登档注明。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满本房所掌东库

之《实录》、《圣训》,后来仍移回原处,所有各项《实
录》,今均为文献馆所有暠;而典籍厅所掌管的红本库

和书籍表章库中的档案文件,则在移出后归历史博物

馆,后散落在外,成为史言所、北京大学等各处所藏的

藏品。
在整理档案时,徐中舒还对内阁大库中有关《实

录》的档案作了介绍,称典籍厅南厅保存有实录馆档,
满本房保存有进实录帮档,蒙古房有蒙文实录档、实
录收发档、抖晾实录档(蒙文)、实录馆编号簿等,皆收

藏于故宫文献馆中。内阁大库《书档旧目》的第二十

目登录的都是实录馆的修书档。这就为我们研究清

代实录提供了史料上的线索。
徐中舒还特别对早期残存下来的三朝《实录》给

予关注和重视。《实录》稿纂修之后,照例须焚毁。然

而,徐中舒通过实际的考察和研究,认为:“这虽沿袭

明代的旧例,但清代《实录》稿,则未必全毁。文献馆

藏清史馆档案,尚有稿本数种,或于文中分注出处,或
有涂改增删之迹,皆属实录馆物,可见《实录》稿本并

非全数焚毁暠,并进一步列举本所所藏的《实录》残本

道:“康熙以前的三朝《实录》及《宝训》,因年代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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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屡次修改之故,其屡次改稿,及零星散叶,在史言所

档案中,也还发见了十多本。暠在保存下来的康熙以前

的三朝《实录》中,他特别提到了《满洲实录》,并对其

源流和价值作了讨论:“满文老档外,汉文《太祖实录

图》又称《满洲实录》,成于天聪九年八月,《太祖武皇

帝实录》(按:太祖崇德五年谥为武皇帝,后于康熙元

年改谥为高皇帝),成于崇德元年十一月。这两部《实
录》,都成于沈阳朝廷,其质实的程度,当与满文老档

相去不远。《太祖实录图》原本存佚已不可考,乾隆时

重绘两部,现在一存文献馆,一存崇谟阁。《太祖武皇

帝实录》现在存文献馆。暠他对这些灰余《实录》的价值

十分看重,称:“我们晓得清初实录,曾经数次涂改,同
时又大兴文字之狱,屡申禁书之令,凡与实录相抵触

的史料,无不摧毁殆尽。易世之后,往日违碍禁书,稍
稍间出,然存者不过千百之十一。而此数百载严扃之

大库秘藏,其中有未经涂改的《实录》,有两次涂改的

《实录》残稿,有沈阳移来的开国期旧档。我们不但藉

此可以看到《实录》底本,我们还可以利用沈阳旧档来

校对这个底本。暠
徐中舒及其所在的史语所,在整理内阁档案时,

贯彻了所长傅斯年倡导的科学精神和近代学术方法,
傅斯年在《史料论略及其他》中提出“直接史料暠与“间
接史料暠的关系,指出:“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
以每有偏重的现象暠,“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

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

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暠,“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

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

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暠[21]5? 直接史料中有一

种“古公廨暠所藏史料,史语所收藏的清内阁大库档案

正属于此类,它们比较凌乱、孤立,若不用比较系统的

间接史料《清实录》加以说明,则无从下手研究。史语

所和徐中舒等人是将《清实录》纳入近代学术方法中

通盘考虑的。也正是在做这一工作时,徐中舒对《清
实录》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尽管徐中舒并未专撰有

关《清实录》的论著,但他在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时写的

这两篇论文,已对《清实录》作了介绍和比较深入的探

讨,足以证明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就。
五暋伪满学者对《清实录》的整理与研究

就在关内学者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前后,关外的

日本以及伪满洲国的学者也开始对《清实录》予以极

大的关注。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早在清末便于沈阳崇

谟阁发现了无图的《满洲实录》,引起了国人和日本人

对《清实录》的重视。1930年,辽宁通志馆石印了《满

洲实录》,去掉 满、蒙 两 种 文 字,只 印 了 汉 文 内 容。

1931年“九一八暠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

国,日本关东军和伪满的“满日文化协会暠决定影印崇

谟阁所藏的全套大红绫本《清实录》,日方以杉村勇造

等为代表,伪满方则由郑孝胥、罗振玉牵头。罗振玉

在奉天九纬路的博物馆附近借到十多间洋房,成立了

《清实录》出版事务厅。1934年12月正式开始整理,

1936年由日本东京大藏出版社出版,命名为《大清历

朝实录》,包括从太祖至德宗的11朝《实录》以及《满
洲实录》和《宣统政纪》,分装122帙,每帙10册,共

1220册,但印数甚少。
罗振玉很早就萌生了整理和出版《清实录》的意

愿。还是在1917年时,他便给清史馆员柯劭忞写信,
提出让清史馆负责出版全套《清实录》的要求,说如果

清史馆不能出的话,他自己也会想办法出。于是柯劭

忞回信道:“承示《皇朝列圣实录》,拟求赵次珊(即赵

尔巽)尚书付梓,如事不谐,则公自任之。仰见报国之

忱拳拳不已。惟《列圣实录》卷帙太繁,德宗皇帝一朝

已至八百余卷,总计全书不下万卷哉。刊此久之不易

集也。暠[6]显然未满足罗氏的愿望。于是,罗振玉借助

日本和伪满的力量,编印了《大清历朝实录》。在做这

件工作的前后,他还于1933年以“奉天史料整理处暠
名义将康熙年间重修时的稿本《朱彝尊原纂太祖高皇

帝实录稿本三种》(初修存7册,再修存5册,三修存

卷一1册和卷三1册)影印出版。他认为这三种稿本

是由内府流出的本子,其为清代官方档案性质无疑。
于是,将这三种稿本影印成《暣太祖高皇帝实录暤稿本

三种》一书,线装四册。内分初、二、三修本三种。罗

氏介绍了原稿的残存情况:“初修本存七册。首册讫

癸未二月;二册起癸未七月,讫甲申九月(原注:两册

间缺五、六两月);三册起乙亥正月,讫庚辰十一月;四
册为天命四年五、六、七月;五册起天命四年八月,讫
五年十一月;六册起天命六年正月至十一月(原注:此
三册相衔接);七册起天命九年正月,讫十年十一月。
第二次稿本存五册。第一册至癸未正,后题署卷一;
第二册起甲申正月,至乙酉止(原注:此二册相衔接);
三册起天命五年,至六年六月(原注:此二册相衔接);
五册署卷九,起天命九年,至十年末。第三次稿存卷

一及卷 三,首 尾 完 全,其 分 卷 则 与 皇 史 宬 定 本 同

矣。暠[22]《序言》罗振玉对这三种康熙本《太祖实录》的整

理和印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栞 。
尽管罗振玉与清史馆馆员的政治立场相同,都属

于忠于满清的清朝遗老,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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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罗振玉是与日本学界联系密切的中国学人,
拥有近代学术方法和眼光,与王国维并称“罗王学

派暠,他在整理《清实录》时,特别注重对它的鉴别,十
分重视初纂本的价值,因此才特别印行了《暣太祖高皇

帝实录暤稿本三种》。
六暋结语

民国时期,不同的学者怀着不同的目的,对推翻

不久的清朝历史及其文献给予密切关注,对清代内阁

大库档案以及《清实录》等史料进行了应用、整理和研

究。清史馆馆员及罗振玉基本上属于清遗民群体,在
缅怀清朝的心情下,用《清实录》、清国史等史料,编纂

《清史稿》一书,出版《暣太祖高皇帝实录暤稿本三种》等
书,以为旧朝存史。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曾利用接触

《清实录》的便利,应用其史料,撰写清朝私史,如《清
史大纲》等。与清遗民相反的是像孟森这样的共和派

史家,受其早年政治活动的影响和北大的学术背景,
对清廷篡改和修饰《清实录》的行为极其不满,给予了

最为激烈的批评,对《清实录》改修本的史料价值予以

否定。然而,作为清史研究大家,孟森在学术活动中

又广泛应用《清实录》的史料,特别看重初纂本的史料

价值。介于清史馆员和孟森之间的,是信奉科学观念

和近代方法的史语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年轻学者,他们

对《清实录》的改修和价值,给予了客观和中立的评

价。尽管立场和方法各异,但民国学者们在应用、整

理和研究《清实录》上都比较认真和敬业,使民国时期

《清实录》的研究工作一开始就步上一个台阶,对以后

的研究事业起到了重要的铺垫和启发作用。
民国研究《清实录》的学者,基本上都依托于一个

学术机构,或清史馆,或文献馆,或史语所,或大学。
他们对《清实录》的研究尚属初步,有专门论文发表,
但无专著问世,以应用和整理居多。不过,他们开辟

了后世研究《清实录》的道路和格局,并为后世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民国学者对《清实录》的整

理与研究工作,在“国府暠迁到台湾后,仍在中研院史

语所、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沿续。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

后,也开始重视《清实录》的整理和研究,中华书局影

印出版了全套的《清实录》,特别是“清史工程暠的上

马,使得《清实录》的整理与研究更受重视。
民国学者对《清实录》的整理、应用和研究,有其

特殊的标本意义,是民国学术整体现象的一个具体缩

影:在学术活动中,既有像清史馆遗老那样的传统观

点和方法,又有像共和学者孟森那样的尖锐观点和激

进思想,复有史语所、文献馆学者那样的近代方法和

科学眼光,在旧制度被推翻、新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

过渡时期,民国学人的学术观点可谓古今杂陈和中西

并立,虽然相互对立和彼此争鸣,但却在传统与近代

之间尝试承上启下,又曾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努力沟通

中西。

注释:
栙目前似只有杨立红、朱正业的《暣清实录暤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3期)有所介绍,但也比较简略。

栚该《清实录》以及《清史列传》抄本,20世纪50年代由刘承干以6000元转售复旦大学图书馆。参见:谢贵安《暣清实录暤世传

版本考》,载《明清论丛》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栛商鸿逵称:“这部书是我的老师孟森先生当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的讲义稿。暠见《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

版)前言。

栜单士元此处所称方甦生撰有《清代实录纂修考》有误,实际上是《清太祖实录纂修考》。

栞徐丹俍指出:这三种《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的价值,“在一般传抄本之上。更因为三种稿本记载时间有所重叠暠,即部分内

容重合,可以考见康熙重修《清太祖实录》过程中的递变轨迹,“对于当时修撰的思想、义例以及文字制度等细节的研究,有
超出雍乾校订本之上的价值暠,是研究有关努尔哈赤实录修纂史的极好材料。参见:徐丹俍《暣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暤康熙重修

本辩证》,《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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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cholars暞Application,FilingandResearchofFactual
RecordofQingDynastyintheRepublicofChina(1912-1949)

XIEGui灢an
(a.SchoolofHistory,b.CenterofChineseTraditionalCulturalStudies,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China)

Abstract:IntheRepublicofChina(1912—1949),scholarsfromtheinstituteoftheQingDy灢
nastyhistory,literaturemuseum,instituteofhistoryandphilologyandPekingUniversity,with
theirrespectivepurposes,paidcloseattentiontothehistoryoftheQingDynastyandFactualRe灢
cordofQingDynasty.OfficialsfromtheinstituteoftheQingDynastyhistoryandLuoZhenyu,

inordertopreservethehistoriographyofthepastdynasty,compiledQingshigaoanddirectlyre灢
searchedtheearlyversionoftherecord.Nevertheless,republichistorians,suchasMengSen,a
professorfromPekingUniversity,expressedstrongdissatisfactionandfiercecriticismonthebe灢
haviorofalteringormodifyingFactualRecordofQingDynasty.Ontheotherhand,MengSen
alsoadoptedreliablehistoricalmaterialsfromtheFactualRecordofQingDynastytohisown
research.Thescholarsfromtheinstituteofhistoryandphilologyandtheyoungscholarsofthe
PalaceMuseumbelieveintheconceptofscienceandthemodernmethod.Theygiveanobjective
evaluationontheFactualRecordofQingDynasty.Althoughwithdiversestandsandpurposes,

thosestudieshadplayedafundamentalroleinthesubsequentresearch.
Keywords:scholarsinthe RepublicofChina(1912-1949);FactualRecordof Qing

Dynasty;institute;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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